
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

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

潘　　晟

摘　要：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汉书·艺文志》形

法类所录相地书很可能属于三种不同地理对象的相地术，与图宅术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图宅术

以五行说为基础，是在日书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形成的选择术。这种选择术当时可能主要

面向阳宅，与葬书不相统属。随着古代学术体系的转变，魏晋之间，以 《山海经》为代表的相地

术，其平实雅正的地域描述体系，取得正统的知识地位；其相术部分，逐渐发展为宅、墓并重的

选择术。随着墓地荫泽后代思想的流行，冢兆选择术逐渐成为该时期数术发展的一个潮流。在某

种意义上，古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确立是早期数术分化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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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批准号：１０ＣＺＳ０１５）成果之一。写作时得到晏昌贵老师的热情帮

助，并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　地理学史领域主要有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唐锡仁、杨文

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于希贤主编：《中国传统地理学》，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讨论中国古代地理学，尤其先秦至隋唐间地理学的发展问题，很有必要涉及地理数术，这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理解中国古代地理学早期知识形态的一条重要途径。虽然已有学者在地理学
史中将古代地理数术作为严肃的内容进行了讨论，①但对其中知识流变的相互关系还未予以足够
重视。本文希望在梳理汉唐间地理数术知识进程的基础上，对它与中国古代地理学发展的关系
提出初步看法。

一、《汉书·艺文志》相关地理书再认识

两汉之间独立流传的书较少，地理书则更少。除被纳入各流派经典文本中的地理篇章外，

今天能够从 《汉书·艺文志》中寻绎出来的地理书只有少数几种。它们不仅集中在数术略中，

而且大多已无法窥其全貌。即使流传至今的 《山海经》，其文本亦存在不少问题。也许正是这个
原因，造成对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所录地理书的一些误解。在一般的观念中，除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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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中与地理相关的书，如形法之 《宫宅地形》、五行之 《堪舆金
匮》，大都被看作后世所谓的风水书。① 这一认识不仅与 《汉书·艺文志》相背，与先秦学术实
际不符，而且容易导致对古代地理学的误解。

《汉书·艺文志》中与地理相关的书，② 一般认为有以下几种：一是兵书略兵阴阳中可能专
讲军事地形的 《地典》六篇；二是数术略形法之 《山海经》１３篇、 《国朝》七卷、 《宫宅地形》

２０卷；三是数术略五行之 《堪舆金匮》１４卷。③ 据所属类目，称这一时期知识世界的地理知识
观念为数术的时代，似较贴近历史真实，兹逐一分析如下。

１．《地典》六篇。该书久佚，后世多不知其内容，故而无论地理学史，还是风水研究者长
期以来都没有对它进行讨论。随着银雀山汉简的出土，我们有幸在两千多年后得以窥其一斑。

依据残简，李零认为该书依托 “黄帝七辅”中的地典，属于战国和汉代流行的黄帝书。地典是
传说中黄帝身边的七个大臣之一。他的名字可能是文学创造，因为此书正好是讲军事地形。④

兹据 《银雀山汉墓竹简 （贰）》释文，引述相关内容如下：
……□夫东西为纪，南北为经，□……
……败。高生为德，下死为刑。四两顺生，此胃 （谓）黄帝之胜经。黄帝召地典而问

焉，曰：“吾将兴师用兵，乱其纪刚 （纲），请问其方？”地典对曰：“天有寒暑，地有兑 （锐）

方。天……天佑十二时，地有六高六下。上帝以战胜……
……十二者，相胜有时。一曰□…… ［四］曰林胜城，五曰城胜，六曰 ［胜□］，七曰

□胜□，八…… ［十曰］□胜系 （溪），十一曰系 （溪）胜沟。此十二者，地之贫也。凡高
之属，无时，左之胜，下之属，无时……

……北 （背）之胜。虽 （唯）六月不可逆水南乡 （向），二月不可逆奚 （溪）南乡
（向），上帝之禁，下□……

……皆下，左右高。左右下，前后高。前后下，左右□……
……战，得其丞下。北 （背）丘而战，将取尉旅。左丘而战，得适 （敌）司马。北

（背）陵而战，得其士主。左陵而战，适 （敌）君分走。北 （背）邑而战，得其旅主。左邑
火陈 （阵），适 （敌）人奔走。右水而战，氏 （是）胃 （谓）顺□，大将氏 （是）取。

……其忌。”地典对曰：“丘上莫生，其名为秃丘……
……死山陵丘林，其名为□地□……
……弃去而居之死。水而不留 （流），其名为樿，其骨独，居之死。此胃 （谓）大

（太）阳者死，大 （太）阴者 ［死］……
……者为阴地
……者为阳。秋冬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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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 《史记会注考证》中认为 《宫宅地形》、《堪舆金匮》皆为风水方位之书，虽无确
据，然后人多据以立论。如王玉德：《神秘的风水：传统相地术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３—５页；褚良才：《易经·风水·建筑》，上海：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４页；杨文衡、张
平：《中国的风水》，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３年，第３页。有关风水研究的一个比较好的学术
史分析参见渡边欣雄：《中国风水与东亚文明：社会人类学的论点》，王铭铭、潘忠党主编：《象征与社
会：中国民间文化的探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７—２１５页。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主要围绕 “书”展开讨论，不包括那些散落在其他文献中的单篇地理文献。

笔者对此已有讨论，参见潘晟：《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 （一）——— 〈汉书·艺文志〉的个案分
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６年第１辑。本文相关部分在此基础上做了较大修正。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３６８页。



……□□军法令，毋登丘而 （呼），毋遂……
……□北。地典曰：“上帝审此，以战必尅 （克），以攻必取……①

据上述引文，大致可见 《地典》在分析军事地理时运用阴阳学说对不同地貌、地物做了分类归
纳，如将地形概括为阴地、阳地。它对方位、不同地貌及其军事地理作用的认识也比较准确，

与传世 《孙子兵法》的分析相近，如 “六月不可逆水南乡”，“二月不可逆溪南乡”；又如它对阴
地、阳地可居不可居的分析，与 《孙子兵法》生地死地的判断亦相近。依我们今天的认识，不
合理性的 “左丘而战，得敌司马”这一类论述，与 《汉书·艺文志》兵阴阳叙所云 “阴阳者，

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② 的旨趣正相一致。从残简分析，其
中大部分有关军事地理的论述都以实际可靠的地理知识为基础，运用阴阳学说对地貌和地理现
象的归纳推理也并非无稽之谈。因此，虽然其中包含 “左丘而战，得敌司马”这类预言性论述，
《地典》仍然应是战国至两汉时期独立成书、流行的具有代表意义的军事地理著作。

如李零所说，《地典》的性质是战国汉初流行的黄帝书。葛兆光认为，至少在战国前期就已
逐渐形成的黄帝之学以 “天道”为思想依据，在其形而上的哲理背后拥有春秋战国时代丰富的
天文历算、地理物宜、法律制度，甚至占星、推历、望气、德、形法的知识，以及种种治世、

处世之道。而战国后期 《吕氏春秋·序意》所引黄帝教诲颛顼的话， “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
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很可能就是黄帝之学的关键，即它是以大圜和大矩，也就是天、地
为不言而喻的依据，引申和推衍出来的一套实用技术和思想理论。③ 若此，则 《地典》正符合
“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的思想，亦与 《易传》 “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的思想相通。若非其以兵法为目的，以阴阳为旨归，依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形法类所叙
“大举九州之势”以求吉凶之旨趣，将之归入形法亦未尝不可。

２．《山海经》１３篇。有关 《山海经》的研究然已十分深入，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至今没有
取得一致意见。如篇卷，《汉书·艺文志》作１３篇，而今所见刘秀 （歆）《上山海经表》却作１８
篇，四库馆臣以为 《七略》乃刘秀所定，不应自相抵牾，疑表文为后人伪托。④ 其他如作者、著
作时代、著作地域等更是意见纷杂。⑤ 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欲彻底解决上述文本问题恐难实现，若
他日能得更为直接之出土资料，或可有进一步答案。《山海经》之归类，《隋书·经籍志》、《旧
唐书·经籍志》皆以之为地理类之首，⑥ 对 《汉书·艺文志》列为形法并无疑义。至 《新唐书·

艺文志》虽列为地理，然并未冠首。⑦ 宋人其他目录虽多仍将之列为地理书，但其意义发生变
化。如 《直斋书录解题》称，之所以将其列入地理类，是 “古今相传既久”的原因，⑧ 实质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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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墓整理小组： 《银雀山汉墓竹简 （贰）》，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４７—１４９页。按，

李零的辑释与整理小组释文次序、残简编号有较大差异，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３９５—

３９７页。
《汉书》卷３０ 《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７６０页。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２—１１３页。

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１４１ 《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７１页。

参见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李学勤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８０—３９１
页。通行文本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３年。

参见 《隋书》卷３３ 《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９８２—９８８页。《旧唐书》卷４６ 《经籍
志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２０１４页。

参见 《新唐书》卷５８ 《艺文志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５０８页。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８，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其性质已发生怀疑。《宋史·艺文志》则将其归入子部五行类。① 至 《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入
子部小说家，认为以前诸家目录将之列为地理书之冠未为允当，按其名实应为最古之小说。②

《汉书·艺文志》将 《山海经》归入形法，姚振宗以为是当时无地理类之故；张舜徽则认为
是由于它记载宇内四方地形；而清人毕沅认为，古本有图，因之入形法；余嘉锡认为乃因 《九
鼎图》而作，其图所示固非山海形势，而乃怪异形相之征，系用以占卜者。③ 其他近代以来诸
说，因其多出各家研究之需要，故不具论。

《汉书·艺文志》之所以归 《山海经》入形法是由先秦两汉间学术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首
先，在当时追述王官和学术家派的时代，知识分类方面还没有地理学的观念。其次，随着出土
文献的激增，早期数术的轮廓日益清晰。李零指出，它们主要由三类构成：一是占术 （式法选
择、卜筮占梦等），一是相术 （相地形、相面、相六畜等），一是巫术 （厌劾祠禳等）。其中占卜
之术为主体，又分三大类，星算类的占卜 （包括天文历算和式法选择在内）最复杂，和阴阳五
行的关系最密切；卜筮类的占卜次之；其他杂占又次之。④ 观数术略所分类目及各类目下所系之
书，正是这三类数术。形法类即相术。《艺文志》叙其知识旨趣，乃在于 “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
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徵其声，

非有鬼神，数自然也”。⑤ 其相术类型包括相地、相人、相六畜、相器物，其数术特征在于以地
形、人畜骨骼度数、器物形容为基础推测贵贱吉凶，即是依据物体的物理特征判断物体的贵贱
吉凶。诚如所言，乃数之自然而非鬼神。今通行本 《山海经·西山经》云： “又西三百五十里，

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

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
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録，见则其国大水。” “凡 《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
至于冀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

糈用稷米。”⑥ 这正属于形法类叙所云 “大举九州之势”以求 “声气贵贱吉凶”的相地之术。

通观全书，虽有讲 “声气贵贱吉凶”之言，但主要内容却是论九州之势。后世所谓怪诞迂
夸之词主要在于其所记各地鸟兽、人物风俗之事，往往由世人不能理解考信而致。若细读全书，

并体会其知识起源之甚早，则可以理解此类地理描述，与其他两类数术比较，是较平实的记载，

较少掺杂神秘不可知的内容。⑦ 若与 《禹贡》比较，除多出各地神祠、礼俗的记载外，在山川
表述方法上似乎并不逊色，反而更为详细。如 《禹贡》导山、导水并不言具体地理方位、道
里，而 《山海经》则相反，皆具言方位、道里，其方法与今所见北魏郦道元注 《水经》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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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宋史》卷２０６ 《艺文志五》，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５２５７页。

参见纪昀等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１４１ 《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第１８７１页。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３７页。

参见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中国方术续考》，北京：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８３—９６页。
《汉书》卷３０ 《艺文志》，第１７７５页。

袁珂：《山海经校注》卷２ 《西山经》，第５９—６０、６８页。

关于 《山海经》的地理学价值，参见谭其骧 《论 〈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长水粹编》，石家庄：河
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９—３４５页）。关于 《山经》与 《禹贡》的地理学思想史分析，参见唐晓
峰 《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１７４—１８２页）。



十分相似。① 或许一方面在早期的技术条件下，还缺乏十分精确的地理定位，一方面其所举九
州之形势范围又极为广大，且所据资料之时代往往久远，故对地理大势做如此具体的数字化描
述，其间地理与空间的出入反而更大，但其平实、数字定量的描述方法则是古代地理学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山海经》大举九州之势，所求的 “声气贵贱吉凶”，依据其所载内容，应
即形法叙言所谓 “以立城郭室舍法”，即依九州之地理形势，选择适当的地理环境建立城郭室
舍。这与 《诗经》和 《尚书》所载公刘相地居豳、周公相地洛水营成周的故事性质相同。因此
也就不难理解，今传刘秀 （歆）《上山海经表》所云 “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

著 《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② 并非全无根据，它反映的正是相地术的早期渊
源。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 《山海经》与 《禹贡》在性质上可能相同，但各自撰述的
目的和作用不同。《禹贡》大举九州之势，核心在于 “任土作贡”，即为王朝统治提供地理的物
质基础，这或许是今本 《禹贡》导山、导水注重运路的一个原因；而 《山海经》大举九州之势，

核心在于 “立城郭室舍法”，即为王朝和人民提供可以居处的地理环境基础。而今人考证 《山海
经》各部分成书时间不同，早至东周，晚至汉初的情况，③ 一方面反映了其知识系统存在着较早
的来源，以及文本逐渐形成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也与战国—秦时期知识与思想领域逐渐系统
化，为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潮流相一致。

３．《国朝》七卷。无传世。

４．《宫宅地形》２０卷。无传世。

上述两书世无传本，亦未见零星记载，目前尚无相应之出土文献。故时贤所论，多从名称
和类目推测。如赵益援引清人周寿昌 《汉书注校补》以为 《国朝》、 《宫宅地形》或当作 “国朝
宫宅地形”，为后人割裂而成二书。④ 此说显然与二书下皆有卷目，且形法六家之数相抵牾。辛
德勇则推测 《国朝》、《宫宅地形》大体与 《周礼·考工记》中 “匠人建国”、“匠人营国”部分
相似，都是讲述城市建设的一般原理。⑤ 辛氏之推测虽未经深入论证，却很可能比较接近当时之
面貌 （说详见下文）。

５．《堪舆金匮》１４卷。数术略五行之 《堪舆金匮》，地理学史一般悬而不论，而探索风水奥
秘的著述则都有涉及。由于该书后世没有传本，论者往往歧义纷呈，不少学者认为其属于早期
风水书。兹综合各家意见，作扼要梳理如下。

杨文衡等注意到历史性的差异，认为 《宫宅地形》、 《堪舆金匮》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风水
著作，⑥ 但将二者相提并论，则基本上仍是把这两种著作看作同一类型的书。如细读 《汉书·艺
文志》小叙或可发现，《汉书·艺文志》对这两类做了比较明确的区分，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学
术价值趋向。《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五行类叙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书》云：‘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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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推测，前人疑 《山海经》为战国、汉时后出之书，未尝没有道理。需指出的是，据今日
出土之大量先秦文献大致可以知道，今天所见早期经典可能多为汉时所厘定，汉之前的流传多有不同
文本，且每有后世新加入之内容，《山海经》应当亦不例外。此外，从 《水经》与其体例上的相似性或
许还可推测，《水经》可能亦有早期之源流，至汉代据当时情形为之重新撰定，亦未尝没有可能。另
外，若 《禹贡》非 《尚书》之一篇而独立成书，依 《汉书·艺文志》之旨趣，估计亦可归入 “形法”。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参见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第３８３页。

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３７—３８页。

辛德勇：《〈三辅黄图校释〉后述》，《书品》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２４—４０页。

参见杨文衡、张平：《中国的风水》，第３页。



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进用五事以顺五行也。貌、言、视、听、思，心失而五行之序

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

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① 据此，五行之说并非纯为吉凶之言，而是把对五

常 （即金、木、水、火、土）物质形态的观察把握与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相结合，大到国

家运德，小到身之言行。李零指出，这种经过战国—汉初诸子之学精密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五行

学说源头更早，主要产生于古代的数术之学，是占卜方法的数字化。② 因此五行之 《堪舆金匮》

应属数术中的占卜一类，故唐人颜师古注文谓 “许慎云 ‘堪，天道；舆，地道也’”，③ 其 “天

道”、“地道”所指恐非天、地的实际运行规律，而很可能是指古代式占中式盘所象征的法 “天、

地”。又据上引五行类小叙，知此类数术属于律历之数，结合同一类目下所录诸书，则近来学者

认为 《堪舆金匮》为当时择日之书的考证应属可信，④ 因此它与后世讲地理的风水术有很大差

异，既非地理学，也不是地理术，不属于早期地理书。

二、《汉书·艺文志》所反映早期知识世界的地理知识观念

虽然 《汉书·艺文志》所载独立地理书只有 《山海经》传世，我们还是试图从数术略和形

法类的著录旨趣，并结合相关出土文献，从形法相地术的角度作一整体概论。

第一，据书名，《国朝》、《宫宅地形》是以相地为核心知识的地理书，应无疑问。

第二，若将二书与 《山海经》合观，三者同为相地术。依据 《汉书·艺文志》叙录的王官

与家法体例，则三者可能代表了地理数术的三种不同官守家派，其区别或主要在于对象之不同。

《山海经》与 《禹贡》相类，为大举九州之势，其所体现的或是 《周礼》⑤ 的 “体国经野”之道，

属于从地域整体的角度进行的综合地理描述和论述。

《国朝》，“国”指都城、城邑，以邦国都邑之地为主要对象。如 《诗经·大雅·公刘》：“逝

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觐于京……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度其隰原，徹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诗经·大雅·緜》：“周原膴瞴，堇荼如饴，爰

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亩。自西

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

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迺立皋门，皋门有伉。迺立应门，

应门将将。迺立冡土，戎丑攸行。”《尚书·召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

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

则达观于新邑营。”

《宫宅地形》则可能与 《周礼·土方氏》 “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国

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则树王舍”及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之

宫室制度之法相当，以相宫殿室舍之地及形为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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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卷３０ 《艺文志》，第１７６９页。引文标点略有改动，原 “思心失，”改为 “思，心失”。

参见李零：《从占卜方法的数字化看阴阳五行说的起源》，《中国方术续考》，第８３—９６页。
《汉书》卷３０ 《艺文志》，第１７６８—１７６９页。

有关论著与考证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１８、１０２—１０４页。又参见李零：《战国秦汉方
士流派考》，《中国方术续考》，第９７—１１２页。
《周礼》的地理学史意义，辛德勇从古代学术的王官体系出发有深入精彩的讨论，参见辛德勇：《〈周
礼〉地域职官训释———附论上古时期王官之学中的地理学体系》，《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若此，则三者很可能分别代表了以地域、城聚、宫宅三种不同空间尺度为对象的相地术。

第三，相地术与占卜选择之关系。数术略形法在相地之外，著录有 《相人》２４卷、 《相宝
剑、刀》２０卷、 《相六畜》３８卷三种。以上各书后世亦多亡佚，然可从出土文献中寻其踪迹。
《相人》之术虽在后世大为繁荣，但目前尚未见早期文献出土的报道。 《相宝剑、刀》则在居延
汉简中已有发现。① 而已发现出土文献中与 《相六畜》相类者主要有马王堆帛书 《相马经》、双
古堆汉简 《相狗经》、银雀山汉简 《相狗方》等。② 胡平生通过对 “马踏飞燕”铜奔马与出土文
献和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认为该铜奔马不仅体现出精湛的制造工艺，而且是对马匹经验知识
的科学总结和模型表现，就是古代的相马法式。③ 这为古代相马经的科学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古
代对马的生理特征与实用功能的深入认识，建立在长期实践观察和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就此大
致可以推测，《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与 《相马经》具有相同的特征，都是以对某种
自然物 （在中国古人看来，人与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的一种）长期实践观察为基础的经验总结。

这与形法小叙所言以 “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相吻合。 《国
朝》、《宫宅地形》亦当相类，即以地求 “城郭室舍形”，是古人对地形与营建各种住宅之间关系
的经验性知识以及相应的吉凶判断为主的文本表现。

在早期文献的记载或描述中，先民相地往往与占卜活动相关。如上文所引 《诗经》、 《尚
书》、《周礼》等。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从上述传世文献中发现，一般先有相地之活动，然后才
进行占卜，以定吉凶，即以相地之形势善恶为主，占卜定吉凶往往属于确定和证明相地结论的
仪式性活动。换句话说，相地与占卜属于两个不同阶段的活动，其任务及功能不同，两者都在
各自的体系内运作，在知识形态上尚未融合。

传世 《山海经》的文本记载反映的也是这种情况，书中未见占卜吉凶之仪式与方法。所谓
祯祥之术，如上引 《西山经》：“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
牛……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録，见则其国大
水。”这属于象占，并非全为无稽之谈，而是有一定的物候因素在里面，并且全文此类文字描述
也比较平实具体，几乎没有后世阴阳五行休咎的理论色彩。

另外，目前先秦—汉代的出土文献中，涉及居所的大都见于选择类的 《日书》体系，④ 这也
说明当时选择术与相地术还没有融合，尚属两个各自发展的数术体系。此类出土文献或可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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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９８页。陈力：《〈居延
新简〉相利善刀剑诸简选释》，《考古与文物》２００２年第６期。

分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 〈相马经〉释文》，《文物》１９７７年第８期；胡平生：
《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 《出土文献研究》第４辑，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１２—３０页；

李零、刘乐贤主编：《中国方术概观》 （相术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１２页；李零：
《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第４１２页。

胡平生：《“马踏飞燕”是相马法式》，《文物》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０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刘信芳：《九店楚简日书与秦简日书
比较研究》，《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问学社有限公司，１９９７年；刘国胜：
《九店 〈日书〉相宅篇释文校补》，《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３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第１６３—１６５页；王子今： 《睡虎地秦简 〈日书〉甲种疏证》，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赵瑞
民：《关于堪舆术的一个比较———睡虎地秦简 〈日书〉甲种 “宅居”、敦煌本 〈宅经〉、今本 〈宅经〉》，

江林昌等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３—１４９页；陈伟等：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 ［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３１７—３２０页。



解相地术与选择术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后世的融合提供帮助。兹引九店楚简 《日书·相宅篇》

的一段，以见一斑：“凡相垣树邦、作邑之遇 （寓）：盍 （盖）西南之遇 （宇），君子 （居）之，

幽 （懝）不出。北方高，三方下，（居）之安寿，宜人民，土田聚 （骤）得。盍 （盖）东南之遇
（宇）（简４５）君子 （居）之，□夫□□□……西方高，三方下，其中不寿，宜人民、六 （扰）。

盍 （盖）西北之遇 （宇），芒 （亡） （长）子。北、南高，二方下，不可 （居），是胃 （谓）□
土，聚 （骤）□见吉。东北又 （有）□□”（简４６）① 从上引文字可以发现，它主要讲的是微地
形，方位对居住者可能的身心影响，以及相应的吉凶休咎。这些休咎判断，一方面以地形地貌

的经验性认识为基础，比较朴素；另一方面已有一定的抽象特征。目前对 《日书》的认识虽然

尚未完全一致，但基本上认为它属于选择术，可能与五行类相当，所以有学者认为这篇文字所
体现的相宅术可能受五行八卦思想的影响。② 然就文字本身看，似乎对五行阴阳思想的反映还不

是很明显。这与王充所见 《图宅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

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则疾病死亡，犯罪遇祸”③ 的旨趣不尽相同。

据此推测，至少到战国末期，数术之相地尚未与五行有密切关系，即使是占卜选择类 《日

书》中的卜宅内容，也没有完全被纳入阴阳五行说的范畴下，而保有相对原始的知识状态，这

种情况可能直到西汉末年刘向父子校书时还未完全改变，至少当时的五行类或阴阳类中可能还
没有独立的图宅书或卜宅书。但是两汉之间，随着阴阳五行思想的日益精密化，在意识形态领

域影响日盛，尤其是私人撰述的流行，此类著述开始有较大发展，故东汉王充的时代已有十分

成熟的以五行生克为核心的图宅术流行。《论衡·诘术篇》所载图宅术，以五音宅姓为核心，保
留了择日内容，专论阳宅，④ 因此推测汉以来以五音生克为基础的图宅术，可能与战国 《日书》

中的卜宅知识有关。它们经过五行思想的系统化、精密化而得到发展，最初以阳宅为主，到东

汉前期王充的时代，很可能还没有与墓地择吉密切相关。

三、魏晋南北朝形法的转化与地理知识系统的逐渐两分

《汉书·艺文志》之后，随着中国古代学术王官与家法传统的逐渐消逝，私学日盛，儒学正

统地位确立，古代的知识体系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变化在目录学上的反映，就是 《汉书·艺文

志》的六分法逐渐向甲乙丙丁的四分法过渡。《隋书·经籍志》则最终将这一过渡确立为后世所

遵循的定制。但在 《汉书·艺文志》和 《隋书·经籍志》之间，目录学的发展仍然处于变动不
居的状态，不过今天无法看到当时完整的书目，而只能利用零星记载揣度其具体情况。就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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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第５０—５１页。文字隶定以晏昌贵的研究为基
础，难字简为今字。参见陈伟等： 《楚地出土战国简册 ［十四种］》，第３１７—３２０页。另参见晏昌贵、

钟炜：《九店楚简 〈日书·相宅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刘国胜：《九店 〈日书〉

相宅篇释文校补》，《武汉大学历史学集刊》第３辑，第１６３—１６５页。关于本篇的定名，一般依整理小
组所定，也有学者称之为 “宅居”。参见王子今： 《睡虎地秦简 〈日书〉甲种疏证》，第３２８—３３８页；

赵瑞民： 《关于堪舆术的一个比较———睡虎地秦简 〈日书〉甲种 “宅居”、敦煌本 〈宅经〉、今本 〈宅
经〉》，江林昌等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学术史：李学勤教授伉俪七十寿庆纪念文集》，第１４３—１４９页。

依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和李零对早期数术类型的概括，《日书》中的宅居部分不属相术，而是占卜
术，因此若竹书无直接篇名，则称 “宅居”或更合适。

晏昌贵、钟炜：《九店楚简 〈日书·相宅篇〉研究》，《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王充：《论衡》卷２５ 《诘术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３８１页。

参见王充：《论衡》卷２５ 《诘术篇》，第３８１—３８４页。



术与地理书在这一时期知识世界的位置而言，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一是形法如何逐渐转

变；二是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可能的地理书，如何逐渐形成后来畛域分明的格局。①

宋齐间王俭 《七志》已将 “地域及图书”合为 《图谱志》。② 这表明，至少在这一时期，讲

九州地域形势的书籍无论是数量还是性质可能都已突破 《汉书·艺文志》形法的范围，并逐渐

从中分离出来。然而，我们仅能看到 《七志》的一级类目，无法获知其二级类目的情况，因此

诸如 《汉书·艺文志》形法作为二级类目是否依然存在，其位置如何，所录为何等著述等问题，

皆无从判断。

值得庆幸的是，《广弘明集》卷３ 《七录序》所附 《古今书最》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阮孝绪
《七录》的一、二级类目，这为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线索。③ 依据这份目录清单，《七录》内篇第

二 《纪传录》有土地部，７３种，１７１帙，８６９卷。内篇第五 《术技录》有刑法部，４７种，６１帙，

３０７卷。④ 关于土地部著录之内容，一般认为与 《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相当，并无异词。

然而对于 《术技录》之刑法部，似尚较少有人注意，而颇疑其即 《汉书·艺文志》数术略之
“形法”。《七录序》云：“王以数术之称，有繁杂之嫌，改为阴阳；方技之言，事无典据，又改

为艺术。窃以阴阳偏有所系，不如数术之该通，术艺则滥六艺与数术，不逮方技之要显，故还

依刘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既入仙道，医经、经方不足别创，故合 《术技》之称，以名

一录，为 《内篇》第五。”⑤ 则阮孝绪之 《术技录》实际当为刘向父子之数术与方技略。观其
《术技录》所分十类之其余九类 （天文、纬谶、历算、五行、卜筮、杂占、医经、经方、杂艺），

其性质皆为数术与方技。因此，可以推测 《术技录》之 “刑法部”的性质当亦如此，而非如
《隋书·经籍志》史部讲求律令刑名之 “刑法类”。⑥ 又，《七录》内篇二 《纪传录》已有 《法制

部》，⑦ 似不当别出一类律令刑名，此亦可佐证 《术技录》之 “刑法”不当为刑名之书。因此，

似可推测此 “刑法”当作 “形法”。

若此推测不误，则说明至少在南朝梁普通 （５２０—５２６）中，阮孝绪撰述 《七录》之时，《汉

书·艺文志》之形法作为二级类目，尚为一般目录所保存。既然形法作为二级类目尚存，则其

所著录之书是否如 《汉书·艺文志》尚包括后世所谓之地理书？而其所著录之书与 《纪传录》

土地部或王俭 《七志·图谱志》所录之书有何关系？此皆需考察。

《术技录》之 “形法” （刑法），所录著述之情况虽无直接证据，但可找到一些旁证。 《隋

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著录有 《地形志》、 《宅吉凶论》、 《相宅图》、 《相书》、 《相经要录》、

《相马经》等，此类著述性质似属 《汉书·艺文志》形法所类之相术。值得注意的是，庾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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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本部分内容在潘晟 《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目录学考察 （二）———汉唐时期目录学中的地理学》（《中国历
史地理论丛》２００８年第１期）中已有讨论，本文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进。

参见 《隋书》卷３２ 《经籍志一》，第９０７页。关于王俭 《七志》，《宋书·后废帝纪》载元徽元年 （４７３）

进上３０卷，《南齐书·王俭传》作４０卷。王重民认为４７３年所上为 《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而
《七志》作为其成 “一家之言”的目标，应是此后在门生故吏协助下，至去世前才完成。参见王重民：
《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５４—６０页。

王重民认为，齐梁间阮孝绪编撰 《七录》，时间大约较王俭晚３０年，据 《史通》相关记载，推测阮氏
以 《文德殿五部目录》为基础。（参见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第６０—６４页）

参见释道宣：《广弘明集》卷３，《碛砂大藏经》第１０１册，北京：线装书局，２００５年，第５０２—５０６页。

释道宣：《广弘明集》卷３，《碛砂大藏经》第１０１册，第５０２—５０６页。

参见 《隋书》卷３３ 《经籍志二》，第９７２—９７３页。

参见释道宣：《广弘明集》卷３，《碛砂大藏经》第１０１册，第５０２—５０６页。



《地形志》在 《隋书·经籍志》五行类重出。① 有学者认为，《地形志》乃总论天下地形之类，虽

或兼及地形吉凶，仍并非专门的宅经、葬经，《隋书·经籍志》入于五行，或误。② 在笔者看来，

论者对该书性质的评价甚是，但认为 《隋书·经籍志》将其误入五行，则有可议之处。据 《隋

书·经籍志》五行类所录各书，尤其是 《地形志》与 《汉书·艺文志》形法类著录之旨趣相合，

《隋书·经籍志》将之入 《五行类》可能是 《汉书·艺文志》形法类影响尚未完全消失的表现。

另一方面，《隋书·经籍志》五行类 《地形志》、《相宅图》之后，列 《五姓墓图》一卷，其

自注云 “梁有 《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

《五姓图山龙》及 《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书》四十五卷，亡。”③ 则显示 《隋书·经籍

志》之前，大举九州地形的相地术随着五音姓宅与宅墓书的发展，在新的情况下已被视为同类。

五音类著述在 《汉书·艺文志》中属于五行，从 《隋书·经籍志》上述著录情况分析，《汉书·

艺文志》形法相地类著述在 《隋书·经籍志》之前一方面可能存在向五行类转化的趋向，另一

方面五音姓宅类数术得到了巨大发展。④

因此似可作如下推论： 《隋书·经籍志》将 《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法类著述多归入五行

类，这反映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音姓宅术的发展，相地术逐渐与之融合，在当时的观念

中两者遂被当做同一类型的知识体系。故而阮孝绪 《七录》“形法”所载可能包含相地术和选择

术两类；而原来相地术中比较平实雅正，以大举九州形势为对象，主要记载具体地理知识的书，

则逐渐脱去数术的成分，成为独立的一类，在 《七录》中被列为 “土地部”。这样大致在齐梁之

间的知识观念中，出现了两类地理书：一类属于数术地理，是逐渐选择术化的地理数术书；一

类则是脱去相地术中数术成分，专讲九州形势的王朝地理书。

虽然在当时的知识世界中，已出现这种两分的地理知识观念，但 “形法”的观念还有相当

影响，尤其以九州形势为对象、已逐渐跳出数术范畴的地理书，在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目录中还

是被归入子部。而辛德勇认为，自荀勖创立四部分类体系，把 《汉书·艺文志》数术类书籍纳

入子部，梁元帝 《金楼子》著述书目子部中即列有 《荆南志》、《江州记》等多种地理书。⑤ 则至

少在当时的四部分类体系中，对 《荆南志》、《江州记》之类地理书的认识还存有早期地理数术

观念的影响。

综上所述，至阮孝绪作 《七录》时，《汉书·艺文志》形法类尚作为二级类目存在，形法类

目的消失当在此后，而其所著录之书此时正逐渐向侧重吉凶贵贱的宅兆著述过渡。⑥ 与此同时，

后世所谓狭义地理著述大多已被归入新设立的，并逐渐稳定的二级类目土地部，即 《隋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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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 《隋书》卷３４ 《经籍志三》，第１０３１、１０３９页。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１１８页。
《隋书》卷３４ 《经籍志三》，第１０３９页。

赵益对相宅、墓类著述在魏晋至隋唐时期的发展有精到的论述，不过其中亦不乏可商之处，如笼统将
《汉书·艺文志》所著录之 《山海经》、《宫宅地形》与后世相宅、墓类书等同。参见赵益：《古典术数
文献述论稿》，第１５８—１６２页。

参见辛德勇：《由梁元帝著述书目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体系———兼论卷轴时代卷与帙的关系》，
《文史》１９９９年第４辑；《唐代的地理学》，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３９—４６３页。

作为二级类目，“形法”在 《隋志》之后的官修书目及其他主要目录著述中多已不存。但亦有例外，如
《中兴馆阁书目》与 《直斋书录解题》子部皆列有形法类，其所录著述尚存 《汉书·艺文志》之遗风。

分见赵士炜：《中兴馆阁书目辑考》卷４，许逸民、常振国编：《中国历代书目丛刊》第１辑下册，北
京：现代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４３０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３７７—３８１页。



籍志》之地理类。

四、汉魏隋唐间相地术的隐退与宅兆选择术的勃兴

如前所论，《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录相地书的要旨在于 “大举九州之势为城郭室舍法”，

在内容上与后来专门讲王朝疆域地理的著述相近，有很高的地理学价值。因此，早期文献记载
《山海经》时往往将之与上古圣人相联系，如 《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所载， 《山海经》乃

大禹 “巡行四渎，与益、夔共谋。行到名山大泽，召其神而问之山水脉理，金玉所有，鸟兽昆

虫之类，及八方之民俗，殊国异域，土地理数，使益疏而记之，故名之曰 《山海经》”。① 东汉王

景治河时 （公元６９年），皇帝赐给他的参考书中就包括 《山海经》，② 因此学者推测东汉时它还

是被看做可靠的地理文献。③ 今所见刘秀 （歆）进书表也将其与 《禹贡》并举。但是，知识世界

对于 《山海经》的认识从西汉以来就开始产生怀疑，文献即记载了东方朔与刘向利用 《山海经》

辨认名物的故事。④ 以上史实一方面说明读过该书的两汉学者不是很多，它的流传并不很广，另

一方面说明除少数专家以外，学者对它的认可多在于博物。至于东晋郭璞的时代，一般学者已

多将该书看做 “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儻之言”而 “莫不疑焉”。⑤ 则东晋时代的学者对它的认识

又发生变化，已有偏向小说家言的趋势。

《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法相地术的变化有两个主要趋向，一是大举九州形势类的著述扬弃

今所见 《山海经》中所谓怪异祯祥部分，吸收 《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方法，发展出一套专记

王朝山川、物产和疆域地理的著述方式，这类著述在知识世界逐渐成为地理知识体系的正统。

一是 “立城郭室舍形”的相地术中，“声气贵贱吉凶”的内容被讲求方位和时间的选择术等其他

数术所转化，在时代习俗风尚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出一类不同于以往的卜地吉凶的方法，即后

世以冢墓为核心的风水术。唐初 《隋书·经籍志》最终为这两类著述在知识世界的意识形态中

确立了位置：前者独立为史部地理类，成为古代地理学的正统，并在大量著述的基础上建立起

成熟的知识谱系；而后者杂入子部五行类，它的真正发达则尚在此之后。

关于这一时期宅兆类数术的发展，尤其是墓葬吉凶风俗的逐渐流行，学术界已有不错的分

析。⑥ 下面主要从相地术隐退、宅兆选择术勃兴的角度做初步梳理。

第一，在两汉的知识观念中，依据前文论述，形法类相地书与王充所论图宅术基本上属于

不同的数术体系。前者属相术，其对象大到九州疆域，小至宫殿庐舍。后者则是在保留择日技

术的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以五行休咎思想为核心的择居术，主要面向宅院方位吉凶。

需指出的是，由于 《国朝》、《宫宅地形》世无传本，它们与出土文献中 《日书》系统内的宅居

数术以及王充时代的图宅术，是否如 《山海经》与上述知识的区别一样，还无法确知。

第二，从王充对图宅术的辩驳分析可知，图宅术至少到东汉时期已经流行，有比较成熟的

推论方式。它的思想资源与知识来源，依据出土 《日书》和 《论衡》的相关记载，大致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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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赵晔：《吴越春秋》卷６ 《越王无余外传》，张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８页。

参见 《后汉书》卷７６ 《循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４６５页。

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第３８１页。

参见刘秀：《上山海经表》，转引自袁珂：《山海经校注》，第５４０—５４１页。

郭璞：《注山海经叙》，转引自袁珂：《山海经校注》，第５４１—５４６页。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３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７—１１８、１５８—１６２、１８４—１８６页。惟赵氏将
隋唐时期五音姓宅类择地术一并按 《汉书·艺文志》形法论述，似可商。



方面：其一是早期选择术。这可从 《日书》保留的宅居内容及 《论衡》所记图宅术中的择日内
容得到佐证；其二是在五行生克思想基础上，以宅姓五音和宅第六甲方位判断吉凶休咎。将
《论衡·诘术篇》的零星记载与宋代官书 《地理新书》中的五音宅姓吉凶方法比较，① 可知前者
以世俗宅院为对象，后者虽包括世俗宅院但主要对象则是墓葬；此外，后者比前者远为复杂烦
琐，在五音五姓六甲基础上，杂以神将、地脉说为吉凶判断依据。其三是很可能融合了早期的
居住习俗和宅占数术知识，如 《论衡·四讳篇》所谓当时西益宅不祥的习俗以及提到的宅家。

宅家占卜吉凶的依据，在于 “宅有形体、神有吉凶，动德致福、犯刑起祸”，② 则当时宅占除依
据宅院的形状判断吉凶外，还有一套与之相配合的神灵体系，即宅神；据 “动德致福、犯刑起
祸”推测，它的思想基础或是讲刑德的阴阳学说。

第三，春秋战国时期，丧葬主要在礼仪的范畴内，如 《周礼》、《礼记》、《孟子》诸章所载，

而当时诸家争论的焦点在于厚葬和节葬。突出者如 《墨子》有 《节葬》，反对当时的厚葬习俗。
至于东汉，《论衡·薄葬篇》则对先秦以来儒、墨反对厚葬的理论做了系统分析，并对当时的厚
葬习俗做了深入批判。③ 这些论述与记载都还没有提到葬地吉凶的问题，据此推测，直到东汉时
期知识领域占主导的还是厚葬与薄葬的奢俭、礼仪之争。
第四，东汉时期，专门的葬地避忌数术已广泛流传。《后汉书·王景传》载王景看到当时数

术 “众书错糅，吉凶相反”，遂 “参纪众家术数文书，冢宅禁忌、堪舆日相之属，适于事用者，

集为 《大衍玄基》”。④ 表明东汉前期专门讲求冢宅禁忌的数术广为流传，并有相应的 “文书”；

从冢宅禁忌与堪舆日相并列，可推测当时冢宅禁忌已是一类比较独立的数术。另据 《后汉书·
百官志》，负责礼仪的太常寺下有太史令一人，掌天时、星历，其中包括 “国祭祀、丧、娶之
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文注所引 《汉官仪》云，有太史待诏三十七人，其中除历法、龟
卜、时日等外，有三人负责 “庐宅”。⑤ 可见此类冢宅禁忌术的核心可能尚是选择术范围内的择
时日体系，其官守所掌属于 《汉书·艺文志》五行类的 “律历”之数。而从其掌 “祭祀、丧、

娶之事”之良日及时节禁忌推测，“庐宅”可能包括红、白两类良辰吉凶避忌，其中的葬地禁忌
数术可能主要不是择地之吉凶，而是葬仪过程的时日吉凶，应与 《礼记》记载的丧葬礼仪规范
相符合。《论衡·讥日篇》提到的 《葬历》，⑥ 主要在于 “日之刚柔，月之奇耦”，⑦ 即择时日之
吉凶正可为佐证。

第五，东汉开始，逐渐出现有关葬地选择和以之预测后代吉凶的零星记载。常见引用的最
早葬地择吉、荫泽后代的可靠记载见于 《后汉书·袁安传》：“（袁）安父没，母使安访求葬地，
道逢三书生，问安何之，安为言其故，生乃指一处云： ‘葬此地，当世为上公。’须臾不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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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充：《论衡》卷２５ 《诘术篇》，第３８１—３８４页。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７ 《五音利宜》，台
北：集文书局影印金明昌三年抄本，１９８５年，第２２５—２３４页。

王充：《论衡》卷２３ 《四讳篇》，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王充：《论衡》卷２３ 《薄葬篇》，第３５２—３５４页。
《后汉书》卷７６ 《循吏列传》，第２４６６页。《史记》载淮阴侯韩信葬母、樗里子营葬故事尚无荫泽后代
的思想，且属于占断性质。
《后汉书》卷２５ 《百官二》，第３５７２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 《汉书·艺文志》中，无论五行还是历谱，都没有独立的、专门讲丧葬吉凶的 “葬
历”。王充所引 《葬历》内容虽与出土 《日书》中的宅居吉凶不相类，但也已是十分成熟的选择数术，

其来源似不可能很近。至少西汉后期不可能还未出现，而东汉时与王充同一时期的班固应有接触。《汉
书·艺文志》不见著录，或许是因为此类数术内容已被包括在当时五行或历谱类的著述之中。

王充：《论衡》卷２４ 《讥日篇》，第３６５—３６６页。



异之。于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① 依据这段记载，袁安求葬地一开始并无特别之

方法与目标，“道逢”乃巧合，带有相当的神秘色彩；从遂葬 “所占之地”推测，可能属于占卜

性质，而不是相地理或地脉。《论衡·讥日篇》所载 《葬历》的数术基本原理，除了用日刚柔和

月有奇耦的阴阳外，已有 “避九空地臽”② 的思想，也就是说虽然仍以时日选择为核心，但对葬

地的地理特点也有了相应的选择理论。这或许就是当时出现葬地择吉记载的一个前提。 《后汉

书》以上记载说明，东汉时代关于丧葬的思想中出现了祖先荫泽后代的观念。这与西汉以来广

为流传的天人感应思想相符合。

第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冢墓荫泽后代之说大行，③ 秦汉时以阳宅为主的图宅术相形暗弱。

这一时期的葬地荫泽故事，下面几则常为所引：《世说新语·术解》：“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

受命君。祜恶其言，遂掘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 ‘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

折臂，位果至公。”④ 《晋书》郭璞为母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当

即为陆矣。”其后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又载，璞尝为人葬，帝微服往观之，因问主人何

以葬龙角，此法当灭族。主人曰： “郭璞云此葬龙耳，不出三年当致天子也。”帝曰： “出天子

邪？”答曰：“能致天子问耳。”帝甚异之。⑤ 《南史·宋本纪·武帝纪》载宋武帝父墓在丹徒候

山：“其地秦史所谓曲阿、丹徒间有天子气者也。时有孔恭者，妙善占墓，帝尝与经墓，欺之

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负。行止时见二小龙附翼，樵渔山泽，同

侣或亦睹焉。”同书 《齐本纪·高帝纪》载高帝旧茔在武进彭山： “冈阜相属，数百里不绝，其

上常有五色云，又有龙出焉。上时已贵矣，宋明帝甚恶之，遣善占墓者高灵文往墓所占相。灵

文先给事太祖，还，诡答曰：‘不过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贵不可言。’明帝意犹不已，遣

人践藉，以左道厌之。”⑥

据上述故事，就数术知识源流而言，一是当时冢墓择地方法和吉凶判断中，虽然还没有直

接记载如后世风水术中的寻龙点穴之说，但已包括墓地位置、墓地空间形态、周围地理形势、

地脉联络等后世风水术中形势与理气说的基本内容。二是在当时的墓地吉凶判断体系上，早期

望气术是一个重要知识资源。三是对墓地吉凶的判断，有不少属于占卜术的成分。四是郭璞卜

墓暨阳的故事与杜佑坠泪碑山泽为陵的故事相近，都反映了当时学者对地理变迁的认识。从郭

璞为母卜墓的故事，还可以推测当时墓地选择的核心还是 《礼记》中的 “葬者，藏也”的思想。

虽然这一时期史书中的相关故事、墓地选择的数术方法主要突出地理吉凶，但依据相关书

目记载的宅兆著述，当时的主流是以五行为基础的五音宅姓吉凶体系。如 《隋书·经籍志》五

行类 《五姓墓图》下注文所列 《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五姓

图山龙》、《科墓葬不传》、《杂相墓书》。⑦ 当时社会上实际流传的此类著述应远不止于此。据宋

代官修 《地理新书》，唐人孙季邕奏请停废的伪烂葬书即有１２０家 （参见下表），可见魏晋隋唐间

葬术发展之繁盛，更重要的是，依据这份停废清单，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它们多属律历选择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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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后汉书》卷４５ 《袁安传》，第１５２２页。

王充：《论衡》卷２４ 《讥日篇》，第３６５页。

史书中有关这一时期帝王、将相、文人、高士冢墓择吉的记载甚多，参见赵益： 《古典术数文献述论
稿》，第１５８—１６２页。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９ 《史传事验》，第２６１—２８４页。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术解》，周祖谟、余淑宜整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０５页。
《晋书》卷７２ 《郭璞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９０８—１９０９页。
《南史》卷１ 《宋本纪·武帝纪》、卷４ 《齐本纪·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１１３页。

参见 《隋书》卷３４ 《经籍志三》，第１０３９页。



魏晋以来宅兆选择术广泛流行，因此在唐代确立王朝政治体系的过程中，“丧礼”作为当时
社会的核心价值问题之一，朝廷有必要做整齐的清整工作，以期统一礼仪、引导风俗。故唐初
有吕才整理阴阳书之举，后又有孙季邕撰述 《葬范》并奏请停废伪烂之举。① 要之，该时期此类
数术虽已包含后来所谓形势派与理气派的内容，但其核心则以五音选择为主。

表　唐孙季邕奏请停废伪烂葬书

黄帝五姓葬经 黄帝八神历 黄帝金匮经

黄帝金车转历 黄帝八冢历 黄帝玄白历

黄帝六甲呼经 黄帝金梄历 黄帝攒历

黄帝五元经 岐伯历 岐伯五行志

司马迁历 太史公玉穴 黄石公下元迁葬五行玄关玉穴经

黄石公补气三元神鬼序 三光宅经 水公七十二覆经

黄庭义赞 玄女小记经 青乌子葬经

孔子葬经 子夏金门诀 师旷历

东方朔三元经 马融葬经 管子葬经

孟子葬经 严君平葬经 郑康成葬经

谭子秘书 荀氏五姓葬经 钟会十二神论

焦延寿地诀 樊仲季经 玄英先生葬经

孔林先生葬经 华岳隐士图 吴章葬历

邵公葬经 唐生葬经 京房禁历

八元八凯历 十二贤历 七贤历

二十四贤历 力牧地户开历 力牧四明经

元命包通经 白虎通经 天老六甲藏图

五星出入图 三鉴葬图 风后穴记

中黄子隐化 择日篇经 元曹葬经

四季岁八家历 太山呼鬼历 三元斩草历

四龙飞历 玄灵宿历 天地通历

金鸡鸣历 玉犬吠历 七宿历

五音历 人中历 五丑呼历

十二月呼历 穿地历 阴阳漏历

地府历 天上历 地中历

七顺历 星宿历 反翘历

龟灵葬经 葬死历 四良历

可历众开可历 士禄起合杂历 明鉴历

葬众历 祀历 雷公历

食历 匮匮历 五气历

龙藏历 六甲天元序 五岳历

初祀历 七枭历 玉关葬经

条历 木历 内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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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赵益：《古典术数文献述论稿》，第１６１—１６２页； 《旧唐书》卷７９ 《吕才传》，第２７１９—２７２７页；

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首、卷１５等各篇。魏晋唐宋间宅兆数术与著述的发展非本文重心，

故不详细展开，仅讨论其中与古代地理学知识及学术思想变迁密切相关之部分，其他具体问题之考证
及社会礼俗变迁与政治、经济、文化之关系等，将另文讨论。有关该时期宅兆书，参见金身佳：《敦煌
写本宅经葬书校注》，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陈于柱：《敦煌写本宅经校录研究》，北京：民族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



续表

七府历 五善历 天候历

启殡历 四时斩草历 海龙历

明堂历 九天历 九地历

神仙历 三师呼历 傍通历

九尸历 玉历三圹 支干历

五行历 千岁历 郭君众历

仓林八柱覆庭历 逐日三星游方冤雠报杀

　　资料来源：王洙等纂：《重校正地理新书》卷１５ 《孙季邕奏废伪书名件》。所云１２０家，得１１９家，疑 “黄石公下元迁

葬五行玄关玉穴经”为二，即 “黄石公下元迁葬 （经）”、“五行玄关玉穴经”。

古代知识世界学术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是 “学”从 “术”出，数术往往是各种知识的早期
渊源，古代地理学即如此。《汉书·艺文志》的时代虽已有明确的 《地理志》，已创造出一套完
整的王朝疆域地理描述方法和变迁系统，① 但在当时的知识观念中还没有明确的 “地理学”观
念，地理书在知识体系中属于数术之形法，是 “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的相地术。

依据现有文献，《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很可能属于三种不同地理对象的相地术，

依次分别为九州大势、邦国城邑、宫殿住宅，各自在古代的社会政治中发挥不同功用，后两者
还有待日后出土文献的验证。若以 《山海经》为据，这种相地术的内容比较平实，地理记载详
细而具有较高价值。形法类所录相地书与王充所批判的图宅术有本质区别，后者是以五行说为
基础，在日书选择术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的选择术，在保留择日技术的基础上发展了五
行休咎的择地术。这种择地术当时可能主要面向阳宅，与葬书不相统属。

因此就总体而言，汉代知识世界对于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未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

此后，随着古代学术体系由王官、家法向私著的转变，知识体系亦从以人载道的官守、家法逐
渐转为以书载道的中古知识系统。魏晋之间，相地术中以 《山海经》为代表的类型，在王朝政
治的过程中褪去数术色彩，将其平实雅正的疆域地理描述体系发扬光大，取得正统知识地位。

原本数术的部分，与其他数术尤其是五行中的律历选择术相结合，并顺应古代丧葬礼仪和社会
习俗风尚的变化，由先秦两汉间宅居为主要对象的图宅术，逐渐发展为宅居、冢墓并重的选择
术，而随着冢墓荫泽后代思想的流行，冢兆选择术得到极大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数术潮
流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所讲的古代地理学知识体系在当时知识世界正统地位的构建与确
立，是早期数术分化发展的结果。

作为汉唐之间地理学发展的一个面相，上述考察也许有助于从古代学术发展的自身环境中
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发展脉络。

〔责任编辑：宋　超　晁天义　责任编审：李红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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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① 对 《汉书·地理志》的讨论历代以来非常多，关于其地理学史之地位与价值，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
古代地理学简史》，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谭其骧：《汉书地理志选释》，侯仁之主编：《中国古
代地理名著选读》，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王成组：《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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